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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中国医药制造业企业2000~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Hansen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测算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R&D投入之间最优资助区间或强度。首先，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GMM）对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R&D投入之间的有效性进行检验。然后，通过门槛效应模型研究两者的非线性关系。并针对分析结果对各省份政府科技资助强度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结果显示：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R&D投入之间不仅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还存在门槛效应。最优资助强度(政府科技资助与R&D投入比)为8.1%，随政府科技资助强度的增大，企业R&D投入呈现先增大再变小的趋势，当政府科技资助强度超过19.6%，则为显著负相关，总体呈倒“U”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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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shold Effe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Enterprises' R＆D Expenditure
—The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
Products Manufacturing Panel Data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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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proposed by Hansen to estimate the optimal funding range between government subsidy and R & D investment of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by using the provincial panel data of China's pharmaceutic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rom 2000 to 2015. Firstly, the System-GMM generalized moment estimation method is used to test the 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 subsidy for R & D investment in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Then,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by the threshold effect. Analyze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government subsidy intensity of each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t only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subsidy and R & D investment in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but also the threshold effect. The optimal funding range is within 8.1%, and the optimal funding rate is 8.1%. With the increase of government subsidy intensity, the R & D investment of pharmaceutical enterprises is increasing first and then decreasing. When the government subsidy is more than 19.6%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the overall presentation of inverted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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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创新驱动是国家的命运所系。面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和挑战，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将创新驱动发展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发展动力不断减弱，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因此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合理配置政府资源才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措施[1]。
企业作为投入产出体系的主要角色扮演者，是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关键。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发挥市场对技术方向、路线选择和各类创新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促进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2]。
研究与开发（R&D）活动是科技创新的核心。Arrow[3]认为，企业一般通过加大 R&D 投入来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新产品的核心技术，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取优势。但在现实情形中却存在“市场失灵”现象, 如技术创新的某些公共性会导致开发者无法完全占有知识产权等,使企业通过R&D投入获取的收益率大打折扣。同时R&D投入的不确定性、溢出性等特点，都会降低企业自主研发热情，使得企业在市场竞争机制下，对R&D活动的投资积极性不高，造成企业所在地区整体竞争能力、创新效率下降。为使这一问题得到改善，实现政府资源的最优配置，通过政府拨款或其他方式进行干预，主要目的是引导企业加大R&D投入，激发企业加大研发创新力度[4]。
中国医药制造业企业的R&D投入水平较低。自“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2008年立项实施以来，截至2015年，中国医药制造业企业R&D累计投入2000多亿人民币，平均每年285.7亿人民币，远低于美国辉瑞制药一家公司一年的R&D投入额（2015年投入76.78亿美元，合512.12亿人民币）。同时美国政府每年仅通过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投入约300亿美元[5]，中国政府科技资助额仅为几十亿人民币，存在一定差距。但由于两国医药制造业发展状况不同，政府在增加对其科技资助时需要更加谨慎。因此探求中国政府科技资助与医药制造企业R&D投入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
1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关于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R&D投入呈正相关。Levin和Reiss，建立了包括R&D 强度、产业集中度、产业技术等变量的模型，发现政府科技资助强度对产业内企业R&D 投入强度为正相关，弹性系数为0.12，当政府科技资助每增加1美元，产业内企业的R&D投入将增加0.12美元[6]。David和 Hall研究发现，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R&D投入存在促进作用[7]。朱平芳、徐伟民利用1993~2000年间上海市行业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研究，发现政府科技资助与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自筹R&D投入具有积极效果，且政府直接资助越稳定效果越好[8]。
第二种观点是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R&D投入呈负相关，即挤出效应。许治、师萍利用1990~2000年间中国相关政府科技资助和企业R&D投入的统计年鉴数据，经回归拟合发现：其弹性系数为-0.202，同时强调，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的挤出效应并不是导致企业R&D投入强度较低的原因[9]；肖兴志、王伊攀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254家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R&D投入具有挤出效应[10]。 
第三种观点是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R&D投入之间具有非线性关系。Domnique和Bruno对1981~1996年的17个OECD国家的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R&D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发现政府科技资助对其有激励作用，当自主研发增加1美元，将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增大0.71美元。与此同时，当政府科技资助强度升高到一个临界值时，将对企业R&D投入产生抑制作用，即总体呈现倒“U”型[11]；李平、王春晖采用2001~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政府科技资助和企业R&D投入进行非线性研究，并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得出最优资助区间为4.1%~11.8%，最优资助率为11.8% [12]；吴晓晓、苏朝辉基于中国1999~2012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得出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R&D投入呈倒“U”型[13]
    作为关乎国家安全和国民健康的医药制造业，其关于政府科技资助对医药制造业企业R&D投入的相关研究却不多。孙燕、孙丽华认为政府科技资助对医药制造业企业R&D投入将产生挤出效应[14]；张世娟、冯国忠基于2004~2015年江苏省医药制造业数据，利用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分析得出政府科技资助对医药制造业企业内部研发投入具有促进作用[15]。孟丽娇、李勇基于中国医药制造业1999~2013省际面板数据，运用PVAR模型，发现政府科技资助单向影响着企业自身R&D投入，却与企业总R&D投入有着相互影响关系 ，均是滞后一期的政府科技资助对医药制造业企业R&D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16]。
综上所述，政府科技资助对中国全行业研究居多，但对医药制造业企业R&D投入的研究较少，且关系尚不明朗。本文将基于动态、静态面板数据，采用SYS-GMM广义矩阵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对政府科技资助和医药制造业企业R&D投入的关系进行研究。 
2政府科技资助对医药制造业企业R&D投入的有效性研究
    根据对国内外现有文献的分析，政府科技资助对医药制造业企业R&D投入的关系尚未达成一致，本节将着眼于中国的当前医药制造业现状，对政府科技资助与医药制造业企业R&D投入的有效性进行研究。
2.1变量选取与计量模型的设定
2.1.1数据来源及变量处理
本文研究中国政府科技资助对医药制造业企业R&D投入的关系，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统计口径的一致，本文数据全部来自于2000~2015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17]，包括：医药制造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政府科技资助、利润总额、新产品销售收入、企业当年价总值、企业个数、R&D人员全时当量。为保证数据的连续性，保留了27个省份(除青海、新疆、西藏和宁夏)的面板数据，共计432个观测值。 

为消除物价变动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我们对本文所涉及到价格的数据（企业数、人员全时当量除外）以2000年为基年进行平减：其中我们对利润总额、企业当年总价值，按医药制造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12]。
此外，R&D内部投入、政府科技资助、新产品销售收入三个指标以R&D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在已有关于R&D投入指数的文献中，Loeb and Lin认为R&D价格指数由R&D人员的工资薪水指数和制造业设备投资指数加权构成，前者权重0.55，后者0.45[18]；朱平芳和徐伟民参考文献设定R&D价格指数由消费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权重组成，前者的权重为0. 55，后者为0.45[8]。按照研究者的思路， 2000~2015年医药制造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中的劳务费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资金比为6：4。因此，医药制造业企业的R&D价格指数=0.6*消费价格指数+0.4*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各物价消费指数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
2.1.2指标选取  
企业R&D投入（RD）。该指标作为式（1）的被解释变量，用R&D经费内部支出来表示。
    政府科技资助（ZF）。该指标作为式（1）的解释变量，选取医药制造业R&D经费支中政府科技资助部分。
为了使分析结果更加准确，在参照其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及数据可获得性。选取新产品销售收入（NPS）、企业平均利润（pro）和R&D人员全时当量（RW）作为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size）。根据白俊红等人的研究，企业规模选取医药制造业当年价总产值除以企业个数表示，即医药制造业的平均规模[20]。
新产品销售收入（NPS）。根据王洪刊等学者的研究，新产品销售收入存在滞后效应，并且发展情况不同的的地区其滞后效应也不同，因此我们将其滞后一期、二期带入模型[21]。
企业绩效（Pro）。一般认为企业赢利水平越强，资金越充裕，也越有可能进行R&D活动。参考吴晓晓,苏朝晖等人研究成果，选取医药制造业行业的企业平均利润（pro）来衡量这一地区的绩效水平，但是利润具有滞后效应，将其滞后期纳也入模型[13]。
企业人力资本（RW）。科技人员是R&D活动的基本要素和先决条件,参考李平、张俊飚等认为R&D人员全时当量更有效的衡量了R&D人力资本，这是由于它更有效的衡量企业R&D人力资本投入的总工作时间[22]。
2.1.3计量模型的设定
在进行门槛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考察政府科技资助是否对企业R&D投入存在关系，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我们了解到，政府科技资助具有偏好性，不是严格的外生变量。受企业规模、人力资本、盈利能力等因素影响，虽对其进行控制，但一些遗漏或观测不到的个体效应仍旧存在，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影响研究结果。
一般通过选取工具变量法（IV）消除内生性问题，但工具变量的选取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我们采用Arellano和Bover[23]、Blundell和Bond[24]提出了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是将差分方程中解释变量的一阶差分滞后项作为水平方程中的工具变量，最后加权两方程的估计结果，组成SYS-GMM的估计结果，从而解决内生性问题。  
本文选取R&D投入作为被解释变量，政府科技资助作解释变量。同时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阶（RDit-1）作工具变量。根据以上的理论分析，将企业规模、企业人力资本，企业平均利润和新产品销售收入的滞后项作为控制变量，分别考察其对R&D投入的作用。为避免异方差，对所有变量取对数。动态面板回归模型见式（1）：
lnRDit=β0 lnRDit-1 +β1 lnZFit+β2 lnZFit-1+ β3 lnSizeit+ β4 lnRWit+ β5 lnNPSit-x+ β6 lnProit-x+ μi+εit （1）
其中：RD代表R&D投入、RDit-1代表R&D投入的滞后一期、ZF代表政府科技资助金额、ZFit-1为政府科技资助金额的滞后一期、Size代表企业规模、RW代表企业人力资本、NPS和Pro代表新产品销售额和企业平均利润（考虑到研发投入也来源于收益的留存，因此企业平均利润的滞后一期、二期被纳入模型）。β0~β6分别代表弹性效应系数，正代表有促进效应，负则为抑制效应。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μi代表个体异质性的截距项，即“个体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2.2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2.2.1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为保证数据平稳性，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利用stata13.1统计分析软件对2000～2015年27个省份全样本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处理分析。首先对各变量5%的水平上作缩尾（winsorize）处理。而后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本文采取LLC、IPS、ADF-Fisher、Fisher-PP四种检验方法，确保其稳健性。结果可知，各个变量（1%置信区间）在一阶差分的情况下拒绝原假设，说明该面板数据序列为平稳序列。
2.2.2实证结果及分析
SYS-GMM估计回归结果见表1，根据Arellano和Bond等人的研究，首先采用Srgan检验来验证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否有效。再者，Arellano—Bond检验又分为AR(1)和AR(2)检验，是分别考察差分后的残差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无论AR(1)结果如何，只要AR(2)接受原假设，说明差分后的残差项不存在二级序列自相关，SYS-GMM估计依然有效。
根据表1的结果，联合显著Wald检验显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拟合优度较高。因此各个变量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影响。Srgan检验中P值较大，说明工具变量选取有效。AR(1)和AR(2)显示，虽残差的一阶差分存在自相关，但二阶差分无序列自相关，说明序列之间不存在相关性，证明模型设定有效。
各个变量大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都为正，因此各指标对医药制造业企业的R&D投入有着促进作用。 表1可知工具变量R&D投入的滞后一期的弹性系数为0.172，说明滞后一期的R&D投入对当期的R&D投入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医药制造业企业R&D投入的连续性对企业未来的研发投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政府科技资助对当期医药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控制变量保持不变的同时，政府科技资助每增加1%，会引导企业在当期增加0.112%的R&D投入，但对次年的R&D投入影响不显著，弹性系数仅为0.019，说明政府科技资助确实会诱导其增加R&D投入，与此同时，医药制造业企业也会对政府科技资助产生依赖性；企业规模、人力资本投入都对企业R&D投入起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企业利润的滞后一期对企业R&D投入起到促进作用，滞后二期抑制，但结果都不显著。
新产品销售收入的滞后一期对企业R&D投入有负向影响，但结果不显著，滞后二期却对企业R&D投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新产品上市初期，企业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广告投入和市场开发，市场情况稍稳定后，企业便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开始新一轮的技术创新。
表 1企业研发投入的SYS-GMM回归结果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lnRDit-1
	0.172
	0.042
	4.10
	0.000

	lnZFit
	0.112
	0.059
	7.02
	0.00

	LnZFit-1
	0.019
	0.016 
	1.17
	0.241

	lnSizeit
	0.344
	0.141
	2.43
	0.015

	lnRWit
	0.650
	0.035
	18.33
	0.000  

	lnNPStit-1                                 
	-0.385
	0.033
	-1.14
	0.255

	lnNPStit-2
	0.032
	0.051
	6.20
	0.000

	lnProit-1
	0.046
	0.051
	0.91
	0.361

	lnProit-2
	-0.049
	0.095
	-0.52
	0.606

	Srgan检验
	
	Prob= 0.815
	
	

	AR(1)
	
	Prob=0.001
	
	

	AR(2)
	
	Prob=0.194
	
	

	联合显著Wald值
	Adj-Rsquared=0 .946
	Prob=0.000
	
	


注：表中数据均在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Sargan 检验原假设是工具变量不存在过度识别; AR( 2) 的原假设为残差不存在二阶自相关。
3政府科技资助对医药制造业企业R&D投入的门槛效应研究
    根据上部分的分析得出，政府科技资助对医药制造业企业R&D投入有显著促进作用，但长久以来也会使企业产生依赖性。为避免政府科技资助和医药制造业企业R&D投入出现“挤出效应“，本节通过静态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效应模型，尝试更为准确的估算政府科技资助对医药制造业企业R&D投入的最优区间，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3.1门槛模型构建与参数估计
    为得出政府科技资助与医药制造业企业R&D投入的最优资助强度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 Hansen[25]（1999）发展起来的门槛面板数据模型( Threshold Panel Data Model) 。首先从单一的门槛入手，设定计量模型：
lnRDit=μi+β1lnzfitI( GOVit≤γ)+ β2lnzfitI (GOVit> γ)+ θxit+εit            (2)
其中，i表示中国27个省份，t表示年份，lnRDit表示医药企业R&D投入的对数，xit表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平均规模、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企业利润、企业人力资源，θ为相应的控制变量系数。选取政府科技资助额的对数（lnzf）作为式（2）的解释变量,政府科技资助强度作为式（2）的门槛变量，γ是特定的门槛值。I为指标函数。μi地区之间的个体效应，εit～iid N( 0，σ2) 是随机干扰项。我们需消除个体效应μi，从而得到参数的估计量,方法是从每个观察值中减去其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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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后的模型为： lnRDit*=θxit*+β1lnzfitI( GOVit≤γ)+ β2lnzfitI (GOVit> γ)           (3)
将（3）式简化，整理成矩阵的形式： lnR&Dit*=xi(γ) β+εit*                   (4)
对于得出的门槛值 γ，可以采用 最小二乘法（OLS） 得到 θ 的一致估计量，即：
                 β^(γ)=( xit* (γ)′xit* (γ))-1 xit* (γ)′R&Dit*                    (5)
相应地，回归方程的残差估计量为: e^*( γ) = lnRDit*－R* ( γ)β^( γ)               (6)
残差平方和为：             S1(γ)= e^*(γ)′^e^*(γ)                              (7)
门槛值的估计量为:           γ^= argmin S1( γ)                               (8)
在得到所有参数估计值之后，需要对面板数据门槛模型做最重要的两个的检验，第一,门槛的存在性检验，即检验门槛效应是否显著; 第二，门槛的估计值是否和真实值相等。对于第一个检验，原假设为不存在门槛效应H0: β1=β2 ，备选假设为 H1: β1≠β2，似然比检验( LR test) 统计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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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检验，原假设为 H0: γ = γ0，门槛估计值等于真实值；构建似然比统计量为:
                         LR1(γ[image: image6.png]51 y)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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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统计量的分布为非标准，为此Hansen提供了一个函数，用来判断原假设函数成立与否：
                          C（α）=-2ln（1-[image: image8.png](1-a)



 ）                          (11)
当LR1(γ[image: image10.png]


> C（α）时，在α显著水平上拒绝了原假设，即门槛估计值不等于真实值。
由于模型设定与单一门槛类似，这里只给出二重门槛模型方程，设定过程不做赘述。
lnRDit=μi+β1lnzfitI( GOVit≤γ1)+β2lnzfitI (γ1<GOVit≤ γ2)+ β3lnzfitI (GOVit>γ2)+ θxit+εi  (12)
3.2 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为保证数据的统一性，减少估计偏误，门槛模型中的所有变量与上文中SYS-GMM模型的样本、变量保持一致。增加门槛变量政府科技资助强度（GOV）,政府科技资助强度为政府科技资助金额与R&D内部支出的比值。
3.3 门槛检验结果
使用门槛模型之前，首先需确定门槛的个数。通过假设检验的方法估计有关门槛检验的F值，如式（9）所示。原假设分别为不存在、存在一个、两个门槛值。拒绝原假设则存在相应个数的门槛值。通过300次的自抽样（Bootstrap）获得F统计量及其相应的P值，见表2。结果得知，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相应的P值均为0.000。因此，拒绝三个原假设，模型可能存在三个门槛值。
表 2  门槛效果检验
	门槛模型
	F值       P值
	
    1%     
	临界值
       5%
	   10%

	单一门槛模型
	67.563***    0.000
	10.350
	5.776
	4.619

	二重门槛模型
	72.461***    0.000
	11.812
	7.546
	5.672

	三重门槛模型
	82.220***    0.000
	11.312
	7.715
	6.505


***、**、*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三个门槛值以及其在95%置信区间的分布见表3，通过图1、图2和图3的似然比统计图，门槛值和置信区间的检验过程得以更直观的呈现。门槛值从小到大依次是0.032、0.081和0.196。因此，根据政府对医药制造业企业资助强度的三个门槛值，划分为4个资助区间（GOV≤0.032）、（0.032<GOV≤0.081）、（0.081<GOV≤0.196）和（GOV>0.196）。
表 3 门槛估计值和置信区间
	门槛值
	         门槛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门槛值γ1
	           0.032
	
	[0.029 ，0.033 ]
	

	门槛值γ2
	           0.081
	
	[0.072 ，0.092 ]
	

	门槛值γ3
	           0.196
	        
	[0.150 ，0.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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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门槛值γ1的估计值          图 2 门槛值γ2的估计值         图3 门槛值γ3的估计值
3.4 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分析
从表4 的模型估计报告中发现，区间（GOV≤0.032）和（0.032<GOV≤0.081）的影响系数均为0.073，即政府科技资助强度在两区间的促进程度相同，将这两区间合并。此时，政府科技资助强度划分为资助强度适中（GOV≤8.1%）、资助强度较高（8.1%<GOV≤19.6%）和资助强度高（GOV>19.6%）三个区间。根据表5的参数估计结果，政府科技资助强度对三个区间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73、0.040和-0.08。结果显示，当政府科技资助强度低于8.1%时，政府科技资助对医药制造业企业R&D投入的影响系数最高，达到0.073，正向影响程度最大。同时随着资助强度的增加，当达到临界值8.1%时为最优资助强度。在这合理的资助强度内，适当的政府资金资助会填补医药制造业企业缺失的研发资金，无论在精神还是物质上都促进了企业更好地开展创新研发活动；随着政府科技资助强度的进一步加大，当资助强度处于8.1%~19.6%这一较高水平时，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依然显著，系数为0.040，但其促进效果有所下降。可能的原因是医药制造业具有高风险，高投入、周期长的特点，并且中国医药制造业生产集中度不高、产业结构过于分散、中小企业占大部分，资金投入更为谨慎。当政府补贴高出一定范围时，会对政府科技资助金额进行管理。如医药制造业企业的并购等资本回报更快的用途上，因此企业R&D投入强度减小也不难理解[26]。当政府科技资助强度超越19.6%时，对医药制造业企业R&D投入的影响系数为-0.08，呈现“挤出效应”。这是由于政府科技资助强度过高，部分资金代替了企业自身的研发费用，对政府科技资助产生依赖，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因此，政府科技资助强度过高，反而不利于医药制造业企业的自主创新，总体表现为“政府失灵”。
表 4 门槛模型参数估计
	变量
	         常规标准误
系数    t值    P值    
	        
	稳健型估计
 系数       t值
	P值

	lnsize
	-0.226***   -2.81    0.005
	
	-0.226
	-1.25    0.224

	lnrw               0.475***   14.51   0.000      0.475***    9.65    0.000

	lnnps              0.085***   3.76    0.000      0.085**     2.35    0.026

	Lnpro              0.267***   5.25    0.000      0.267**     2.51    0.018

	GOV≤3,2%         0.073***   9.71    0.000      0.073***    5.39    0.000

	3.2%<GOV≤8.1%    0.073***   9.71    0.000      0.073***    5.39    0.000

	8.1%<GOV≤19.6%   0.040***   8.64    0.000      0.0400***   7.20   0.000

	GOV>19.6%        -0.080***  -11.31   0.000      0.080***    -9.72   0.000


***、**、*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综上所述，政府科技资助对中国医药制造业企业R&D投入的影响处于动态变化中。当资助强度在8.1%以内时，对医药制造业企业R&D投入的影响系数最大，并且临界值为8.1%，我们也将这一临界值定义为最优资助强度。随政府科技资助强度的进一步增大，这种促进水平由大变小，最后变为负，即政府科技资助与医药制造业企业R&D投入呈倒“U”型关系。
4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为探寻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本文以医药制造业为例，采用SYS-GMM方法和Hansen的门槛效应方法，并利用2000~2015年中国医药制造业省际面板数据，探究两者关系。结论如下：
（1）总体上看，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R&D投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府科技资助每增加1%，医药制造业企业R&D投入在当年将会增加0.112%，但对次年企业R&D投入影响不显著，说明企业对政府科技资助金额一般当年匹配，长久以来便会产生一定的依赖性。
（2）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R&D投入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总体呈倒“U”型。当政府科技资助强度处于8.1%以内时，这种正向作用最为明显；当政府科技资助强度处于8.1%~19.6%时，促进作用稍有下降，但效果仍较显著；当政府科技资助强度高于19.6%时，政府科技资助对R&D投入呈现显著负相关。
（3）近年来中国政府对医药制造业的科技资助强度有较大浮动，总体呈下降趋势。这是由于企业自身创新能力提高，对政府科技资助依赖性下降。这充分说明，中国企业正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同时也是对医药制造业总体发展态势的肯定。
4.2 建议
（1）丰富政府资助方式，避免企业对其产生依赖性
为避免企业对政府科技资助产生依赖性，政府还需制定多种资助政策共同促进企业的创新研发热情。如运用财政后补助、间接投入等方式，支持企业自主决策、先行投入；坚持结构性减税方向，逐步将政府对企业科技资助投入方式转变为以普惠性财税政策为主。完善现有“加计扣除”政策和企业研发费用核算方法，明确和扩大加计扣除范围，鼓励将R&D支出中的科技人员劳务费和固定资产等相关费用列入扣除范围。
（2）注重政府科技资助有效范围，提高企业R&D投入
本文得出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R&D投入呈倒“U”型，证明政府资助不是越多越有效，。因此，政府在增加资金投入的同时，又要根据不同省份各行业的发展程度，调整资助强度，最大化促进企业R&D投入。从长远角度来看，政府要进一步实现从“管理企业”到“引导企业”的职能转型，如政府引导企业拓宽融资渠道，吸引风险投资合作，鼓励当地金融机构等资金流入企业信贷领域，以提高企业自身的创新和吸收能力[27]。
    （3）因地制宜的管理政府资金、避免政府资源浪费
政府在大力扶持企业的同时，也要进一步改善制度环境，加强对资助经费的管理，关注透明度和公平效应，实现政府资金的有效配置，促进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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